
中国城镇化路径的环境效应分析

李鹏飞　 吴利学　 田　 野

摘 要　 在分析中国城镇化路径和城市环境污染状况地区差异的基础上，
作者利用中国 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①２０００ 年 ～ ２０１０ 年的面板数据探讨了城镇化路

径对城市环境状况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１） 从全国范围来看， 城镇化水

平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城市环境状况； （２） 以大城市规模扩张为主导的

城镇化路径会对城市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３） 这些特征在不同地区差别显著，
在 “胡焕庸线” 东南的发达省级行政区， 城市环境状况与城镇化水平正相关、
与城市规模负相关； 而在 “胡焕庸线” 西北的欠发达省级行政区， 城市环境

状况与城镇化水平负相关、 与城市规模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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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城镇化建设从低点起步， 经过多年快速发展已取得显著成效。
在城镇化过程中， 城镇人口迅速增加、 城市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 为经济增长和人民生

活质量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 （徐宪平， ２０１２）。 但是与城镇化相伴而来的还有环境污

染、 交通拥挤等一系列不利影响。 在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内， 中国仍将处于城镇化快速推

进阶段 （魏后凯， ２０１１ａ）。 如果延续既往的城镇化推进模式， 那么城镇化仍将是影响

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城镇化是经济发展， 特别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结果。 正如各种经济发展路径会对环

境产生不同影响一样， 不同城镇化路径的环境效应也存在巨大差异。 发达国家的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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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中的自然演化过程， 其环境效应也具有明显的 “放任自由” 特征，
走的基本上是 “先污染后治理” 的路径。 中国作为一个面临着巨大资源环境压力的后

发国家， 不应当再走发达国家的老路， 必须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 探索出一条新的

环境友好型城镇化道路。
在理论研究中，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 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就得到了

广泛关注。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和 Ｋｒｕｅｇｅｒ （１９９１） 发现的环境库兹涅茨

曲线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Ｋｕｚｎｅｔｓ Ｃｕｒｖｅ， ＥＫＣ） 逐渐成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的主

要 “参照系” （Ｐａｎａｙｏｔｏｕ， １９９３）， 激发了大量的后续研究。① 由于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

重要驱动因素，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影响机制， 最近一些研究

开始探讨城镇化与环境污染的关系。 例如， Ｐｏｕｍａｎｙｖｏｎｇ 和 Ｋａｎｅｋｏ （２０１０） 分析了 ９９
个国家的城镇化、 能源使用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 并根据高、 中、 低收入水平对国家

分组， 以考察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 Ｌｉｄｄｌｅ 和 Ｌｕｎｇ （２０１０） 研究了发达国家年龄结构

和城镇化对环境的影响； Ｍａｒｔíｎｅｚ⁃Ｚａｒｚｏｓｏ 和 Ｍａｒｕｏｔｔｉ （２０１１） 考察了发展中国家城镇化

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Ｈｏｓｓａｉｎ （２０１１） 研究了新兴工业化国家二氧化碳排放、 能源

消费、 经济增长、 贸易开放和城镇化五个因素之间的动态因果关系。 中国学者卢东斌、
孟文强 （２００９） 采用 ３０ 个主要城市的相关数据， 重点选取了代表或影响空气质量的环

境指标， 分析城镇化、 工业化、 地理脆弱性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李姝 （２０１１） 基于省

际面板数据， 研究城镇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对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和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的

影响； 江笑云、 汪冲 （２０１３）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 验证经济增长、 城市化与环境污染

的正反馈关系； 王家庭等 （２０１３） 使用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 研究区域城市化与环境

污染的关系； 李斌、 李拓 （２０１４） 利用省际面板数据， 考察城镇化、 能源效率、 产业

结构、 火力发电比例、 人口结构、 经济开放等因素对空气污染的影响。 以上有关城镇化

水平对环境影响的研究， 没有考虑城镇化发展的内部结构， 特别是不同城镇化路径对环

境影响的差别。
与此同时， 对中国城镇化结构问题的争议由来已久， 目前仍未达成一致， 依然是理

论界和决策者讨论的热点。 不过， 对城镇化路径的既有讨论基本上都集中在经济效应方

面， 即城市的集聚和扩散效应 （王小鲁， ２０１０； 陆铭等， ２０１１）， 对环境效应的深入探

讨并不多见。 因此， 本文尝试在标准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框架下引入城镇化路径这

一变量， 以考察不同城镇化战略或政策的环境效应。 具体而言， 本文借鉴联合国提出的

城镇规模分级标准， 以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人口 （以下简称 “市辖区城市人

口”） 数据为基础， 构建了一个度量城市结构状况的指标， 并结合城镇化率数据， 分析

中国城镇化路径的地区差异；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五类污染物排放量进行分析， 计算衡

量环境污染地区差异的综合主成分值， 并结合各省级行政区的城市建成区面积， 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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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还包括 Ｓｈａｆｉｋ 和 Ｂａｎｄｙｏｐａｄｈｙａ （１９９２ ）、 Ｓｅｌｄｅｎ 和 Ｓｏｎｇ （１９９４ ）、 Ｃｒｏｐｐｅｒ 和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 （１９９４）、 Ｃ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７）、 Ｔｏｒｒａｓ 和 Ｂｏｙｃｅ （１９９８）、 Ｃｏｌｅ 和 Ｎｅｕｍａｙｅｒ （２００４） 等。 详细的介绍可以

参考 Ｓｔｅｒｎ （１９９８）、 Ｓｔｅｒｎ （２００４）、 Ｓｔａｇｌ （１９９９） 和 Ｄｉｎｄａ （２００４） 的综述。



国城市环境污染的地区差异； 通过对中国 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 ２０００ 年 ～ ２０１０ 年面板数据

模型进行估计， 探讨城镇化路径对城市环境状况的影响。

二、 中国的城镇化路径和污染物排放差异

（一） 城镇化路径

城镇化路径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的实现途径和方式 （盛广耀， ２００８）。
仇保兴 （２００９）、 盛广耀 （２０１１）、 王曙光 （２０１１） 和孙久文、 李华香 （２０１２） 等从演

进过程、 表现特征、 动力机制、 战略选择等不同方面研究了中国城镇化路径的问题。 不

过， 在周一星、 杨齐 （１９８６） 对中国省级行政区城镇等级体系演变规律进行研究之后，
很少有文献定量分析各省级行政区在城镇化路径上的差异。 本文认为， 城镇化路径可以

结合各省级行政区的城镇化率和城镇化结构的变动状况来刻画。 如果在城镇化率提高的

同时， 城市结构中大城市的比重上升， 可以认为是由大城市规模扩张主导的城镇化路

径； 反之， 则是中小城市扩张主导的城镇化路径。
本文计算各省级行政区城镇化结构指标的具体步骤是： 首先， 根据各市辖区城市人

口数对各省级行政区的城市进行分类。 采用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在

Ｗｏｒｌ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ｅ ２０１１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中提出的城镇规模分级标准，① 以中国各

省级行政区的市辖区城市人口数量为基础， 把中国的城市分为五类： （１） 市辖区城市

人口超过 １０００ 万的 Ｉ 类城市； （２） 市辖区城市人口超过 ５００ 万低于 １０００ 万的 ＩＩ 类城

市； （３） 市辖区城市人口超过 １００ 万低于 ５００ 万的 ＩＩＩ 类城市； （４） 市辖区城市人口超

过 ５０ 万低于 １００ 万的 ＩＶ 类城市； （５） 市辖区城市人口低于 ５０ 万的 Ｖ 类城市。 其次，
对各城市进行赋值。 赋值规则为： Ｉ 类城市 ５０、 ＩＩ 类城市 ４０、 ＩＩＩ 类城市 ３０、 ＩＶ 类城市

２０、 Ｖ 类城市 １０。 最后， 计算城市结构指标值， 并以各市辖区的人口数量为权重， 根

据各类城市的赋值， 以加权平均的方式计算各省级行政区的城市结构指标值。
表 １ 报告了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中国 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的城市结构指标值及其变化状

况， 表明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０ 年， 中国各地区的城市结构变动方向和变动幅度存在比较明

显的差异： （１） 在 ４ 个直辖市中， 北京和重庆的市辖区城市人口从 ２０００ 年低于 １０００ 万

人提高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０００ 万人以上， 城市规模提升了一个层级； 天津的市辖区城市人口

虽然有所增加， 但还没有达到 “质变” 的标准， 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层级上； 上海的市

辖区城市人口在 ２０００ 年就已达到 １１３６􀆰 ８２ 万人， 此后又持续增长， 所以还是保持在最

高城市层级上。 （２） 湖北、 贵州、 宁夏的城市结构指标值下降， 表明城市平均规模有

所下降， 当然从数据上看还没有出现城市规模降低一个层级的情况。 （３） 在城市结构

指标值上升的 ２３ 个省级行政区中， 广东、 江苏、 江西、 陕西、 海南、 青海六省的城市

结构指标都发生了 “质变”， 也就是说， ２０１０ 年他们的平均城市规模比 ２０００ 年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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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体参见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１２） 中的 Ｔａｂｌｅ ５
和 Ｔａｂｌｅ Ａ􀆰 １７， 详见 ｈｔｔｐ： ／ ／ ｅｓａ􀆰 ｕｎ􀆰 ｏｒｇ ／ ｕｎｐｄ ／ ｗｕｐ ／ 。



一个层级； 其他 １７ 个省级行政区的城市结构尽管有所变化， 但还停留在原来的层级上。
（４） 西藏的城市结构指标值没有发生变化， 说明到 ２０１０ 年其市辖区的平均城市人口依

然低于 ５０ 万人。 在此期间， 中国所有省级行政区的城镇化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城

市结构存在地区差异说明城镇化路径存在着地区差异。

表 １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中国 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的城市结构及其变化

序号 名称
城市结构指标值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指标变

动值
序号 名称

城市结构指标值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指标变

动值

１ 北京 ４０􀆰 ００ ５０􀆰 ００ １０􀆰 ００ １７ 湖北 ３１􀆰 １３ ３０􀆰 ２１ － ０􀆰 ９２

２ 天津 ４０􀆰 ００ ４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８ 湖南 ２３􀆰 ８８ ２４􀆰 ７７ ０􀆰 ８９

３ 河北 ２３􀆰 ５１ ２５􀆰 ８４ ２􀆰 ３３ １９ 广东 ２７􀆰 ３４ ３１􀆰 ５５ ４􀆰 ２１

４ 山西 ２３􀆰 ２５ ２３􀆰 ９０ ０􀆰 ６５ ２０ 广西 ２２􀆰 ２７ ２６􀆰 ７０ ４􀆰 ４３

５ 内蒙古 ２３􀆰 ４８ ２４􀆰 ６０ １􀆰 １２ ２１ 海南 １５􀆰 ４７ ２７􀆰 ３８ １１􀆰 ９１

６ 辽宁 ２５􀆰 ４３ ２８􀆰 ３８ ２􀆰 ９５ ２２ 重庆 ４０􀆰 ００ ５０􀆰 ００ １０􀆰 ００

７ 吉林 ２３􀆰 ４９ ２５􀆰 ２２ １􀆰 ７３ ２３ 四川 ２７􀆰 ４９ ２９􀆰 ９４ ２􀆰 ４５

８ 黑龙江 ２４􀆰 １９ ２５􀆰 ３１ １􀆰 １２ ２４ 贵州 ２３􀆰 ９９ ２３􀆰 ８８ － ０􀆰 １１

９ 上海 ５０􀆰 ００ ５０􀆰 ００ ０􀆰 ００ ２５ 云南 ２２􀆰 １４ ２２􀆰 ２７ ０􀆰 １３

１０ 江苏 ２５􀆰 ３８ ３１􀆰 ３４ ５􀆰 ９６ ２６ 西藏 １０􀆰 ００ １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１ 浙江 ２５􀆰 ８７ ２６􀆰 ８６ ０􀆰 ９９ ２７ 陕西 ２２􀆰 ９３ ３０􀆰 ３５ ７􀆰 ４２

１２ 安徽 ２４􀆰 ９９ ２６􀆰 ４４ １􀆰 ４５ ２８ 甘肃 ２０􀆰 １１ ２２􀆰 ７８ ２􀆰 ６７

１３ 福建 ２１􀆰 ３５ ２６􀆰 １１ ４􀆰 ７６ ２９ 青海 ２０􀆰 ００ ３０􀆰 ００ １０􀆰 ００

１４ 江西 １９􀆰 ７７ ２３􀆰 ５８ ３􀆰 ８１ ３０ 宁夏 １５􀆰 ５５ １３􀆰 ６１ － １􀆰 ９４

１５ 山东 ２８􀆰 ６１ ２９􀆰 ００ ０􀆰 ３９ ３１ 新疆 ２６􀆰 ８６ ２７􀆰 ２３ ０􀆰 ３７

１６ 河南 ２４􀆰 ０９ ２９􀆰 ７６ ５􀆰 ６７ 全国平均 ２５􀆰 ５７ ２８􀆰 ６１ 　 ３􀆰 ０４

　 　 资料来源：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１１ 年。

（二） 污染物排放差异

为尽可能全面地评价中国各地区间的环境污染水平，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选取

了 ５ 个污染物排放指标： 废水排放量、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Ｏｘｙｇｅｎ Ｄｅｍａｎｄ，
ＣＯＤ）、 二氧化硫排放量 （Ｓｕｌｆｕｒ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ＳＯ２）、 烟尘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
受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等因素的影响， 各地排放的污染物结构存在明显差异。 例如，
２０１０ 年各类污染物排放量最多的 ３ 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 废水排放量是广东、 江苏和

山东， ＣＯＤ 排放量是广西、 广东和湖南， ＳＯ２ 排放量是山东、 内蒙古和河南， 烟尘排放

量是内蒙古、 山西和辽宁， 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是重庆、 山西和新疆。 从图 １ 也可以看

出， 中国各地区的五类污染物排放量之间相关性较弱。 因此， 单纯使用某一类指标难以

全面刻画中国污染物排放的地区差异。
由于各类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并不相同， 所以不能通过简单加总的办法来综合衡量

各地区的环境污染水平。 但从不同污染物的形成和排放过程来看， 它们又相互关联。 例

如， 环保水平较低的钢铁企业既会排放废水和 ＣＯＤ， 又会排放 ＳＯ２ 和烟尘， 还会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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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固体废物。 因此， 可以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ＣＡ）
来解决不同污染物排放指标的加总问题。

图 １　 ２０１０ 年中国 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的五类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资料来源： 《中国环境年鉴》， ２０１１ 年。

表 ２ 给出了对 ５ 个污染物排放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的结果。 由此可知， 第一主成分

和第二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超过了 ８５％， 而从第三个主成分开始特征值明显变小， 并且都

低于 １， 因此提取前两个主成分就能基本反映全部指标的信息。 其中， 第一主成分中废水排
放总量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Ｄ 排放总量 （ＣＯＤ）、 ＳＯ２ 排放总量 （ＳＯ２）、 烟尘排放总量 （ＳＯＯＴ）
等 ４ 个指标的载荷量较大， 这些指标反映了各地区的水、 大气环境污染状况， 因而可以将第

一主成分视为水和大气环境污染因子； 第二主成分中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总量的载荷量较大，
这个指标主要反映各地区的土壤污染状况， 因此可以把第二主成分看作土壤污染因子。 将

这两个主成分特征向量根据所对应的特征向量进行标准化， 即可计算出综合主成分值。

表 ２　 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主成分分析结果

第一主成分 第二主成分 第三主成分 第四主成分 第五主成分

特

征

向

量

废水排放总量（ＷＡＴＥＲ） ０􀆰 ４２９６ － ０􀆰 ４８８９ ０􀆰 ４９４５ － ０􀆰 ２１４５ ０􀆰 ５３４６

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ＣＯＤ） ０􀆰 ５１８５ － ０􀆰 ３０７６ ０􀆰 １０９２ ０􀆰 ５２９８ － ０􀆰 ５８６５
二氧化硫排放总量（ＳＯ２） ０􀆰 ５３２２ ０􀆰 １２０３ － ０􀆰 ３３１４ － ０􀆰 ７１０５ － ０􀆰 ２９６１

烟尘排放总量（ＳＯＯＴ） ０􀆰 ４８２３ ０􀆰 ３７３２ － ０􀆰 ４３４７ ０􀆰 ４１０４ ０􀆰 ５２０４

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总量（ＳＯＬＩＤ） ０􀆰 １７５３ ０􀆰 ７１５９ ０􀆰 ６６６９ － ０􀆰 ０１３３ － ０􀆰 １０８４

特征值 ２􀆰 ８３６４ １􀆰 ４２０４ ０􀆰 ４１３０ ０􀆰 ２４３８ ０􀆰 ０８６３

贡献率 ０􀆰 ５６７３ ０􀆰 ２８４１ ０􀆰 ０８２６ ０􀆰 ０４８８ ０􀆰 ０１７３

累积贡献率 ０􀆰 ５６７３ ０􀆰 ８５１４ ０􀆰 ９３４０ ０􀆰 ９８２７ １􀆰 ００００

　 　 资料来源： 《中国环境年鉴》， 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１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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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五类污染物主要由城市地区的企事业单位和居民生活所排放， 因此本文以

各地污染物排放的综合主成分值为分子， 以城市建成区面积为分母， 通过计算 （相对）
污染物排放密度来刻画中国各地区的环境污染差异。① 根据图 ２、 图 ３ 可知， 与中国各

地区非常明显的污染物排放水平差异相比， 污染物排放密度的地区差异相对较小。 就中

图 ２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０ 年中国省际污染物排放水平差异

资料来源： 《中国环境年鉴》 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１１ 年各卷。

图 ３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０ 年中国省际污染物排密度差异

资料来源： 《中国环境年鉴》 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１１ 年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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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中各地区污染物排放水平和密度为主成分分析计算的结果， 其数值围绕 ０ 上下波动， 绝对值的高低并

不表示排放量的多少。 因此， 为了做图方便， 本文对各地区的排放水平和排放密度进行了标准化， 当年排放量或密

度最高者为 １， 最低者为 ０， 各地区的得分大小反映了污染物排放水平和密度的差异。



国的省级污染物排放密度而言， 出现三种情况： （１） ２０００ 年在 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中， 污

染物排放密度低于平均水平的有 ８ 个省级行政区， 从低到高依次为西藏、 青海、 海南、
宁夏、 新疆、 福建、 甘肃和天津。 在其余 ２３ 个排放密度高于平均水平的省级行政区中，
贵州、 山西、 云南、 四川和广西居前五位。 （２） ２００５ 年除海南、 西藏、 青海和宁夏之

外， 其他 ２７ 个省级行政区的排放密度均高于平均水平， 其中山西、 贵州、 广西、 内蒙

古和四川居前五位。 （３） ２０１０ 年污染物排放密度低于平均水平的省级行政区与 ２００５ 年

相同， 只是排名次序有所变化， 从低到高依次是青海、 西藏、 海南和宁夏， 在排放密度

高于平均水平的 ２７ 个省级行政区中， 山西、 内蒙古、 河南、 河北和广西分别排在第一

位至第五位。
通过比较中国各地区污染物排放水平和排放密度， 可以发现， 虽然东部地区各省级

行政区的排放水平相对较高， 但由于其城镇化水平也较高， 城市建成区面积较广， 因此

其排放密度相对较低；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山西等中西部省级行政区， 由于城镇化

落后于工业化进程， 其排放密度长期以来都居高不下， 导致城市环境状况持续恶化。

三、 模型设定、 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一） 模型设定和变量的定义

基于现有文献理论和实证分析， 本文构建如下面板模型来考察不同城镇化路径对环

境的影响：

Ｅｎｖｐｉｔ ＝ ｃ ＋ α１Ｕｌｅｖｉｔ ＋ α２Ｕｓｔｒｉｔ ＋ α３Ｕｌｅｖｉｔ·Ｕｓｔｒｉｔ ＋ βＸｉｔ ＋ μｉ ＋ εｉｔ （１）

其中ｉ、 ｔ分别代表省级行政区和年份； Ｅｎｖｐｉｔ是环境污染指标， 以上一节计算的相对污染

物排放密度的 １００００ 倍①来表示， 即 Ｅｎｖｐ ＝ １００００ × ＰＯＰＤＥＮＳＩＴＹ。 Ｕｌｅｖｉｔ表示城镇化率，
是指城镇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 Ｕｓｔｒｉｔ表示城镇化结构， 计算方法参见上一节的介绍；
Ｕｌｅｖｉｔ·Ｕｓｔｒｉｔ是城镇化率和城镇化结构的交互项。 这三个指标是本文最为关注的标量，
尤其是城市化结构及其与城市化交互项的引入， 便于能够考察不同城市化路径的环境效

应。 Ｘ ｉｔ是控制变量集， 包括现有文献中提到的与污染物排放存在一定关系的 ｌｎＰｇｄｐｉｔ

（人均实际 ＧＤＰ 的对数值）、 Ｉｎｄｉｔ （工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 Ｉｓｔｒｉｔ （重工业产值占

工业总产值比重）、 Ｎｍｉｒｉｔ （净迁入人口数量）、 Ｔｒａｄｉｔ （进出口总额占 ＧＤＰ 比重）、 Ｆｄｉｉｔ
（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占 ＧＤＰ 比重） 和 Ｅｘｅｎｐｉｔ （环境保护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μｉ 是不可

观测的省际效应； εｉｔ表示误差项。
（二） 数据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是 ２０００ 年 ～ ２０１０ 年中国 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
各指标的数据来源是： （１） 环境污染水平数据。 如前所述， 本文用污染物排放密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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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前所述， 相对污染物排放密度指标值很低， 如果直接使用该指标值进行回归， 会使得回归系数变得很

小。 为便于行文， 将其扩大 １００００ 倍。 这相当于改变回归模型中因变量的计量单位， 除了会同倍放大回归模型的截

距和斜率之外， 不会产生其他实质性影响。



刻画环境污染状况， 五类污染物排放量数据取自 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１１ 年 《中国环境年鉴》，
城市建成区面积数据取自 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１１ 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其中， 西藏自治区

的城市建成区面积除 ２００８ 年之外均为推算数据。① （２） 城镇化率数据。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 ２００９ 年以及 ２０１１ 年数据均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② 其余年份数据采用联合国城乡

人口增长率差 （ＵＲＧＤ） 的方法进行推算。③ 对于 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０４ 年的数据， 利用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５ 年的数据推算； 对于 ２０１０ 年数据， 利用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的数据推算。 （３）
城镇化结构数据。 各省级行政区地级以上城市辖区的城市人口数据取自历年 《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 其中 ２０００ 年部分城市的数据缺失， 利用 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１０ 年数据计算年均

复合增长率， 然后倒推出 ２０００ 年的数据。 （４） 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ＧＤＰ） 数据。 取自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中人均实际 ＧＤＰ 的数据， 然后借助

不变价 ＧＤＰ 指数将各地区名义 ＧＤＰ 数据调整为 ２０００ 年不变价格， 最终计算出 ２０００ 年

不变价格的人均 ＧＤＰ， 单位为万元。 （５） 工业化水平数据。 这一指标的全部数据均来

自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６） 重工业比重数据。 除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４ 年以外的数据均来

自历年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对于 ２０００ 年的数据， 先根据 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０３ 年产值

年均增长率倒推 ２０００ 年产值， 然后再用推算值计算出重工业比重； 对于 ２００４ 年的数

据， 先用 ２００５ 年 ～ ２０１０ 年产值年均增长率倒推 ２００４ 年的产值， 然后再用推算值计算

出重工业比重。 （７） 净迁入人口数据。 这一指标的全部数据来自历年 《中国分县市人

口统计资料》。 （８） 进出口总额占 ＧＤＰ 比重的数据。 全部数据来自历年 《中国统计年

鉴》。 （９） 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占 ＧＤＰ 比重的数据。 ２０００ 年 ～ ２００３ 年实际外商直接投资

数据来自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４ 年 ～ ２０１０ 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

统， 名义 ＧＤＰ 来自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对于青海省缺失的 ２０００ 年实际外商直接投

资数据， 先用其 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１０ 年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年均增长率倒推 ２０００ 年的外商直

接投资额 （美元）， 然后再分别进行汇率转换和比重计算。 （１０） 环境保护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的数据。 名义 ＧＤＰ 和地方财政支出的数据来自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７ 年 ～
２０１０ 年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数据来自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０ 年 ～ ２００６ 年为推算值。
具体推算方法是， 通过 ２００７ 年 ～ ２０１０ 年的数据计算出各地区环境保护支出占财政支出

比重的年均复合增长率， 然后倒推出 ２０００ 年 ～ ２００６ 年各年环境保护支出占财政支出的

比重， 再用该比重乘以 ２０００ 年 ～ ２００６ 年各地区的地方财政支出数据， 然后计算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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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由于统计范围不同，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９ 年） 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００９ 年） 提供的关于 ２００８ 年

西藏城市建成区面积是两个不同的值。 前者包括了县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 而后者是地级以上城市的建成区面积。
具体推算方法为， 以 ２００８ 年的数据为基础， 计算出折算系数， 然后根据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提供的西藏城市建

成区面积推算出其他地级以上城市的建成区面积。
不使用其他统计资料的原因是， 采用 《新中国６０ 年统计资料汇编》 的数据计算出的 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０４ 年数据

与 《中国统计年鉴》 中的数据不一致， 《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 提供的 ２０１０ 年数据也有出现异常的地区，
而 《中国人口年鉴》、 第六次人口普查等提供的数据都是农业和非农业人口的数据， 也不符合要求， 因而对于缺失

数据需要采用推算法。 通过使用推算法对全国的数据进行检验， 发现该方法误差相对较小， 推算值与实际值差别最

大的年份约为 ０􀆰 ３０ 个百分点 （２００３ 年实际值为 ４０􀆰 ５３０２％ ， 推算值为 ４０􀆰 ２３４９％ ）。
有关应用联合国 ＵＲＧＤ 法测算中国分省城镇化率的文献参见周一星、 田帅 （２００６）； 林坚 （２０１０）。



环境保护支出。
考虑到中国西北部地区地理环境与东南部地区有明显差异， 并且这种差异会对人口

聚集和城镇化产生显著影响， 因此本文以人口地理学领域的 “胡焕庸线” （即黑龙江黑

河 －云南腾冲人口地理分界线） 为分界线，① 将位于此线西北部的内蒙古、 宁夏、 青海、
甘肃、 新疆和西藏六省区称为西北地区， 把位于此线东南部的 ２５ 个省级行政区称作东南

地区。 表 ３ 给出了本文经验分析采用的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由该表可知， 在 １０
个变量中， 西北部各省区在 Ｕｓｔｒ、 ｌｓｔｒ、 Ｅｘｅｎｐ 这 ３ 个指标上高于东南地区各省级行政区，
从整体上看， 西北地区各省区的中小城市发展不足、 重工业比重偏高、 环境保护财政支出

占比较高。 东南地区各省级行政区 Ｅｎｖｐ、 Ｕｌｅｖ、 ｌｎｄ、 ｌｎＰｇｄｐ、 Ｎｍｉｒ、 Ｔｒａｄ、 Ｆｄｉ 这 ７ 个指

标高于西北地区。 说明东南地区各省级行政区的城镇化率、 工业化水平和人均 ＧＤＰ 都相

比较高， 人口净流入规模较大， 对外开放程度较高， 但城市环境污染状况也更严重。

表 ３　 回归样本描述性统计值 （２０００ 年 ～ ２０１０ 年）

指标 地区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中间值 指标 地区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中间值

Ｅｎｖｐ

全国 ３４１ － ２７􀆰 ５８ ９３􀆰 ８３ － １􀆰 ８８

东南 ２７５ － ６􀆰 ９９ ６７􀆰 ４６ － ０􀆰 ２６

西北 ６６ － １１３􀆰 ３９ １３２􀆰 ６３ － ４０􀆰 ７４

Ｉｓｔｒ
（％ ）

全国 ３４１ ７１􀆰 ８９ １１􀆰 ７１ ７１􀆰 ５９

东南 ２７５ ６９􀆰 ８２ １１􀆰 ０９ ７０􀆰 ４０

西北 ６６ ８０􀆰 ４８ １０􀆰 ３２ ８３􀆰 ３２

Ｕｌｅｖ
（％ ）

全国 ３４１ ４５􀆰 ０９ １５􀆰 ６２ ４２􀆰 １５

东南 ２７５ ４７􀆰 １７ １６􀆰 ２１ ４３􀆰 ８０

西北 ６６ ３６􀆰 ４２ ８􀆰 ６２ ３６􀆰 ８４

Ｎｍｉｒ
（人）

全国 ３４１ ８０３４４ １５０６５５ ５３６９３

东南 ２７５ ９０２９５ １６４１６１ ５９５６０

西北 ６６ ３８８７９ ５４３７９ ２２２８８

Ｕｓｔｒ

全国 ３４１ ２７􀆰 ５１ ８􀆰 ６５ ２５􀆰 ５８

东南 ２７５ １９􀆰 １８ ８􀆰 ２１ ２６􀆰 ３３

西北 ６６ ２０􀆰 ５７ ６􀆰 ８０ ２１􀆰 ５８

Ｔｒａｄ
（％ ）

全国 ３４１ ３１􀆰 ９５ ３８􀆰 １６ １３􀆰 ５２

东南 ２７５ ３６􀆰 ６７ ４０􀆰 ９８ １４􀆰 ９２

西北 ６６ １２􀆰 ３０ ７􀆰 ２９ １０􀆰 ８０

Ｉｎｄ
（％ ）

全国 ３４１ ３８􀆰 ６９ ９􀆰 ７９ ４０􀆰 １３

东南 ２７５ ４０􀆰 １８ ８􀆰 ５２ ４１􀆰 ８４

西北 ６６ ３２􀆰 ５２ １２􀆰 １５ ３５􀆰 ５０

Ｆｄｉ
（％ ）

全国 ３４１ ２􀆰 ５５ ２􀆰 ２２ １􀆰 ６９

东南 ２７５ ２􀆰 ９６ ２􀆰 ２４ ２􀆰 １９

西北 ６６ ０􀆰 ８５ ０􀆰 ９８ ０􀆰 ４１

ｌｎＰｇｄｐ

全国 ３４１ ０􀆰 １７ ０􀆰 ６１ ０􀆰 １３

东南 ２７５ ０􀆰 ２４ ０􀆰 ６３ ０􀆰 ２１

西北 ６６ － ０􀆰 １４ ０􀆰 ４３ － ０􀆰 １６

Ｅｘｅｎｐ
（％ ）

全国 ３４１ ０􀆰 ６２ ０􀆰 ６４ ０􀆰 ４５

东南 ２７５ ０􀆰 ４１ ０􀆰 ３５ ０􀆰 ３３

西北 ６６ １􀆰 ４６ ０􀆰 ８４ １􀆰 ２４

　 　

四、 回归分析结果和解释

（一） 全国范围内城镇化路径对环境的影响

由于中国各省级行政区在经济发展、 城镇化、 工业化、 吸引外商投资等方面之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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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人口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有关 “胡焕庸线” 意义及作用的研究， 参见胡焕庸 （１９９０）、 王桂新 （１９９７） 等。



在较大差异， 一般而言， 回归模型中的截距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个体特征， 因此本

文在回归分析中采用变截距模型。 同时， 截距项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 从定性的

角度看， 固定效应模型更适合本文的估计。 由于横截面个数大于时序个数， 并且为了减

少截面数据造成的异方差， 本文选择截面加权估计方法。
表 ４ 报告了以中国 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 ２０００ 年 ～ ２０１０ 年数据为基础的估计结果。 其

中， 模型 １ 是未引入城市结构指标和控制变量集的结果。

表 ４　 全国范围内城镇化率、 城镇化结构与城市环境污染的关系

被解释变量 Ｅｎｖｐ

方法 Ｐｏｏｌｅｄ ＥＧＬＳ（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ｉｇｈｔｓ）

解释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Ｕｌｅｖ
０􀆰 １５∗∗∗

（３􀆰 ８５）
－ ０􀆰 ９９∗∗∗

（ － ９􀆰 ０１） 　
－ ０􀆰 ８６∗∗∗

（ － ８􀆰 ７２） 　
－ １􀆰 ０３∗∗∗

（ － １３􀆰 ８５） 　 　

Ｕｓｔｒ
　 ２􀆰 ０７∗∗∗

（４􀆰 ６５）

Ｕｌｅｖ·Ｕｓｔｒ
－ ０􀆰 ０５∗∗∗

（ － ３􀆰 ８１） 　

ｌｎＰｇｄｐ
　 ５􀆰 １１∗∗∗

（４􀆰 ３４）
　 ５􀆰 ０５∗∗∗

（４􀆰 ０５）
　 ５􀆰 ４６∗∗∗

（４􀆰 ３１）

Ｉｎｄ
　 ０􀆰 ４５∗∗∗

（４􀆰 ８３）
０􀆰 ４５∗∗∗

（４􀆰 ６７）
　 １􀆰 ７９∗∗∗

（４􀆰 ４９）

Ｉｓｔｒ
０􀆰 １４

（１􀆰 ２４）

Ｎｍｉｒ
０􀆰 ００

（０􀆰 ５４）

Ｔｒａｄ
　 ０􀆰 ０７∗∗∗

（３􀆰 ９１）
　 ０􀆰 ０９∗∗∗

（５􀆰 １０）
　 ０􀆰 １１∗∗∗

（４􀆰 １３）

Ｆｄｉ
－ ０􀆰 ２６　

（ － １􀆰 ５４） 　

Ｅｘｅｍｐ
３􀆰 ８３∗∗

（２􀆰 ５２）
　 ４􀆰 ６８∗∗

（２􀆰 ３６）
４􀆰 ０６∗∗

（２􀆰 １８）

ｃ
　 － ３４􀆰 ４４∗∗∗

（ － １９􀆰 ２６）
－ １５􀆰 ２６∗∗∗　
（ － ３􀆰 ０１） 　

－ １２􀆰 ６２∗∗　
（ － ２􀆰 ５２） 　

－ ６０􀆰 ９９∗∗∗　
（ － ４􀆰 ０１） 　

调整的 Ｒ２ ０􀆰 ９１ ０􀆰 ９１ ０􀆰 ９１ ０􀆰 ９２

Ｄ􀆰 － Ｗ􀆰 统计量 ０􀆰 ６１ ０􀆰 ６３ ０􀆰 ６４ ０􀆰 ６７

Ｆ 统计量 １０９􀆰 ８８∗∗∗ ８９􀆰 ９２∗∗∗ ９５􀆰 ６７∗∗∗ ９９􀆰 ４３∗∗∗

观测值 ３４１ ３４１ ３４１ ３４１

　 　 注： 括号内是各变量的 ｔ 检验值；∗表示在 １０％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５％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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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 城镇化率指标 （Ｕｌｅｖ） 的系数显著大于 ０， 说明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

高， 城市环境污染程度也会加剧。 不过， 引入控制变量集后的模型 ２ 的估计结果显示，
城镇化率指标 （Ｕｌｅｖ） 的系数显著为负。 对于控制变量， 人均实际 ＧＤＰ 的对数值 （ ｌｎ
Ｐｇｄｐ）①、 工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 （Ｉｎｄ）、 进出口总额占 ＧＤＰ 比重 （Ｔｒａｄ）、 环境保护

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Ｅｘｅｎｐ） 等 ４ 个指标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Ｉｓｔｒ）、 净迁入人口数量 （Ｎｍｉｒ） 和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占 ＧＤＰ 比重 （Ｆｄｉ） 等 ３ 个指标的

系数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把模型 ２ 回归系数不显著的控制变量去掉， 模型 ３ 的估计结果并

没有实质性改变， 各解释变量的系数值有所变化， 但符号及显著性都保持不变。
模型 ４ 在保留模型 ３ 中回归系数显著的控制变量的基础上， 引入了城镇化结构指标

（Ｕｓｔｒ） 及其与城镇化率指标的交互项 （Ｕｌｅｖ·Ｕｓｔｒ）， 以便考察城镇化路径对城市环境

的影响。 根据调整的 Ｒ２、 Ｄ􀆰 － Ｗ􀆰 统计量和 Ｆ 统计量判断， 模型 ４ 的估计结果相当稳

健。 估计结果显示： （１） 城镇化结构指标 （Ｕｓｔｒ） 的系数显著为正。 以大城市规模扩张

为主导的城镇化路径会导致城市环境状况恶化， 原因很可能是， 在大城市规模扩张过程

中，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和 Ｋｒｕｅｇｅｒ （１９９１） 所说的规模效应大于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之和。② （２）
城镇化率指标 （Ｕｌｅｖ） 以及城镇化率与城镇化结构的交互项 （Ｕｌｅｖ·Ｕｓｔｒ） 系数都显著

为负。 这意味着， 城镇化进程本身不会使城市环境状况恶化， 反而会使其得到改善。 与

卢东斌、 孟文强 （２００９） 和李姝 （２０１１） 的研究结论似乎不一致的原因， 很可能是本

文刻画环境污染的指标是污染物排放密度指标， 而非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 在城市人口

比重提高的过程中， 城市建成区面积在以更快的速度扩大。③ 在此过程中， 即便污染物

排放总量也在增加， 只要其增速低于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速， 城市污染物排放密度就会下

降， 于是城镇化就会与城市环境污染水平负相关。 实际上， 与城镇化率较高的东南地区

省级行政区相比， 在城镇化率较低的西北地区各省区， 大部分城市的大气、 水污染程度

都更高。 （３） 对于控制变量， 人均实际 ＧＤＰ 的对数值 （ ｌｎ Ｐｇｄｐ）、 工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 Ｉｎｄ）、 进出口总额占 ＧＤＰ 比重 （Ｔｒａｄ）、 环境保护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Ｅｘｅｎｐ） 等

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与探讨中国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现有文献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

的。④ 由于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不再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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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在对 ＥＫＣ 进行实证分析的文献中， 通常都会在计量模型中引入代表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的平方项， 甚至立

方项， 以便确定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是否存在倒 Ｕ 型关系。 最初， 本文也把平方项作为一个控制变量引

入到计量模型制造， 但结果不显著。 由于本文并不关注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是否存在倒 Ｕ 型关系， 而是

重点分析城镇化模式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所以不引入平方项不会对分析结果产生明显影响。
规模效应是指， 在经济规模扩大过程中伴随大量资源和能源消耗排放大量污染物。 结构效应是指， 随着经济

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会不断优化， 即由污染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 会使单位产出的污染物排

放量下降。 技术效应是指，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技术水平持续提高， 会直接或间接地降低污染物排放强度。
魏后凯 （２０１１ｂ） 指出， “十五” 以来， 中国城市建成区和建设用地规模扩张速度远快于城市人口增速。
控制变量 Ｅｘｅｎｐ 的系数大于 ０ 似乎有悖于常识， 背后的原因可能有三： 一是本文分析的五类污染物的减排

并非环境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 二是该指标 ２００７ 年之前数据系推算得来， 可能有一定偏差； 三是环保支出与污染

程度可能有很强的相关性。 不过， 由于省级环保支出数据较短， 我们难以采用计量方法进行内生性识别或者采用滞

后变量的方法进行处理， 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改进。



（二） 东南地区各省级行政区城镇化路径对环境的影响

如前所述， 考虑到中国东南地区与西北地区的地理环境存在显著差异， 并且这些差

异会对人口集聚和城镇化产生重要影响， 所以在分析了全国范围内城镇化路径对环境的

影响之后， 还需要进一步考察东南地区省级行政区和西北地区省级行政区城镇化路径的环

境影响。 此外， 由于直辖市这类特大型城市的扩张方式与其他省级行政区的城镇化进程存

在较大差异， 为更加准确地认识东南地区非直辖市省级行政区城镇化路径的环境影响， 本

文既分析了东南地区全部 ２５ 个省级行政区的情况， 又分析了 ２１ 个非直辖市省区的情况。

表 ５　 东南地区城镇化率、 城镇化结构与城市环境污染的关系

被解释变量 Ｅｎｖｐ

方法 Ｐｏｏｌｅｄ ＥＧＬＳ（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ｉｇｈｔｓ）

解释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全部 ２５ 个

省级行政区
非直辖市省区

全部 ２５ 个

省级行政区
非直辖市省区

全部 ２５ 个

省级行政区
非直辖市省区

Ｕｌｅｖ
－ ０􀆰 ２３∗∗∗

（ － ６􀆰 ０３） 　
－ ０􀆰 ２７∗∗∗

（ － ６􀆰 ７３） 　
－ ０􀆰 ８５∗∗∗

（ － ４􀆰 ２３） 　
－ １􀆰 ３４∗∗∗

（ － ５􀆰 ８５） 　
－ １􀆰 ０１∗∗∗

（ － ７􀆰 ３３） 　
－ ０􀆰 ８９∗∗

（ － １􀆰 ９７） 　

Ｕｓｔｒ
－ ０􀆰 ２６　

（ － ０􀆰 ６８） 　
１􀆰 １６

（１􀆰 ４３）

Ｕｌｅｖ·Ｕｓｔｒ
　 ０􀆰 ０２∗∗∗

（３􀆰 ２８）
－ ０􀆰 ０１　

（ － ０􀆰 ４５） 　

ｌｎＰｇｄｐ
３􀆰 ４５

（１􀆰 ５８）
　 ５􀆰 ３４∗∗∗

（２􀆰 ５９）
　 ４􀆰 ８４∗∗∗

（４􀆰 １４）

Ｉｎｄ
０􀆰 １１

（１􀆰 １１）
０􀆰 ２３

（１􀆰 ５７）

Ｉｓｔｒ
０􀆰 １１

（１􀆰 ２１）
０􀆰 ０６

（０􀆰 ５５）

Ｎｍｉｒ
０􀆰 ００

（０􀆰 ９４）
０􀆰 ００

（０􀆰 １７）

Ｔｒａｄ
０􀆰 ０６∗

（１􀆰 ７１）
０􀆰 １４∗

（１􀆰 ８２）
　 ０􀆰 １１∗∗∗

（３􀆰 ２２）

Ｆｄｉ
０􀆰 ０２

（０􀆰 ０５）
－ ０􀆰 １６　

（ － ０􀆰 ３３） 　

Ｅｘｅｎｐ
－ ０􀆰 ４６　

（ － ０􀆰 ２１） 　
１􀆰 ５０

（０􀆰 ５１）

ｃ
３􀆰 ９５∗∗

（２􀆰 １７）
　 ５􀆰 ５５∗∗∗

（３􀆰 ２５）
１７􀆰 ６１∗

（１􀆰 ７６）
３２􀆰 ２５∗∗∗

（３􀆰 ６０）
２０􀆰 ５３∗∗

（２􀆰 ３６）
１０􀆰 ４６　
（０􀆰 ５５）

调整的 Ｒ２ ０􀆰 ８９ ０􀆰 ８５ ０􀆰 ８４ ０􀆰 ８５ ０􀆰 ８８ ０􀆰 ８８
Ｄ􀆰 － Ｗ􀆰 统计量 ０􀆰 ６７ ０􀆰 ６６ ０􀆰 ６２ ０􀆰 ６２ ０􀆰 ６５ ０􀆰 ５９

Ｆ 统计量 ８８􀆰 ８７∗∗∗ ６０􀆰 ０６∗∗∗ ４６􀆰 １２∗∗∗ ４５􀆰 ６７∗∗∗ ７１􀆰 ４４∗∗∗ ７１􀆰 ８４∗∗∗

观测值 ２７５ ２３１ ２７５ ２３１ ２７５ ２３１

　 　 注： 括号内是各变量的 ｔ 检验值；∗表示在 １０％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５％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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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报告了以东南地区省级行政区 ２０００ 年 ～ ２０１０ 年数据为基础的估计结果。 模型

１ 是未引入城市结构指标和控制变量集的估计结果。 可以发现， 不管是在全部 ２５ 个省

级行政区， 还是 ２１ 个非直辖市省区， 城镇化率指标 （Ｕｌｅｖ）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 与全

国范围的估计结果形成了鲜明对比。 引入控制变量集的模型 ２ 估计结果显示， 城镇化率

指标 （Ｕｌｅｖ） 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 对于控制变量， 在全部 ２５ 个省级行政区的估计结

果中， 只有进出口总额占 ＧＤＰ 比重 （Ｔｒａｄ） 的系数显著大于 ０， 这与全国范围的估计

结果一致， 其他 ６ 个控制变量的系数在统计上都不显著； 在 ２１ 个非直辖市省区的估计

结果中， 只有人均实际 ＧＤＰ 对数值 （ ｌｎＰｇｄｐ） 的系数显著为正， 与全国范围的估计结

果一致， 其他 ６ 个控制变量的系数在统计上都不显著。
模型 ３ 在保留模型 ２ 中回归系数显著的控制变量基础上， 引入了城镇化结构指标

（Ｕｓｔｒ） 及其与城镇化率指标的交互项 （Ｕｌｅｖ·Ｕｓｔｒ）， 以便考察东南部省级行政区城镇

化路径的环境影响。 模型 ３ 的估计结果显示： （１） 对于全部 ２５ 个省级行政区而言， 城

镇化率指标 （Ｕｌｅｖ） 的系数显著为负， 城镇化率与城镇化结构的交互项 （Ｕｌｅｖ·Ｕｓｔｒ）
以及进出口总额占 ＧＤＰ 比重 （Ｔｒａｄ） 的系数都显著大于 ０， 但城镇化结构指标 （Ｕｓｔｒ）
的系数为负且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２） 就 ２１ 个非直辖市省区来说， 城镇化率指标

（Ｕｌｅｖ） 的系数显著为负， 人均实际 ＧＤＰ 对数值 （ ｌｎＰｇｄｐ） 的系数显著为正， 城镇化结

构指标 （Ｕｓｔｒ） 的系数为正， 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城镇化率与城镇化结构的交互项

（Ｕｌｅｖ·Ｕｓｔｒ） 的系数为负， 但在统计上也不显著。
与全国范围的估计结果相比较， 城镇化率指标 （Ｕｌｅｖ） 的系数显著为负没有改变，

城镇化结构指标 （Ｕｓｔｒ）、 城镇化率与城镇化结构交互项 （Ｕｌｅｖ·Ｕｓｔｒ） 系数的正负号或

显著性有所不同。 不过， 城镇化结构 （Ｕｓｔｒ） 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是由 （ α^２ ＋ α^３·Ｕｌｅｖ ）
来表示的， 其大小不仅与系数 α^２ 和 α^３ 有关， 而且与城镇化率 Ｕｌｅｖ 的数值有关。 由于东

南地区整体城镇化率比较高， 所以该地区城镇化结构对城市环境的影响为正， 即以大城

市规模扩张为主的城镇化路径会对城市环境状况产生负面影响。
（三） 西北地区各省级行政区城镇化路径对环境的影响

表 ６ 报告了以西北地区省级行政区 ２０００ 年 ～ ２０１０ 年数据为基础的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 １ 是未引入城市结构指标和控制变量集的估计结果。 可以发现， 城镇化率指标

（Ｕｌｅｖ） 的系数显著大于 ０， 说明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城市环境污染程度也会加剧。
引入控制变量集的模型 ２ 的估计结果显示， 城镇化率指标 （Ｕｌｅｖ） 的系数为正， 但该系

数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对于控制变量， 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 Ｉｓｔｒ）、 实际外商

直接投资占 ＧＤＰ 比重 （Ｆｄｉ）、 环境保护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Ｅｘｅｎｐ） ３ 个指标的系数均显

著为正， 其他 ４ 个控制变量的系数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把模型 ２ 回归系数不显著的控制

变量去掉， 模型 ３ 的估计结果不同于模型 ２。 具体而言， 城镇化率指标 （Ｕｌｅｖ） 的系数

仍然为正， 但在统计上变得显著； 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 Ｉｓｔｒ） 的系数不再显

著， 不过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占 ＧＤＰ 比重 （Ｆｄｉ） 和环境保护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Ｅｘｅｎｐ）
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均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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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西北部地区城镇化率、 城镇化结构与城市环境污染的关系

被解释变量 Ｅｎｖｐ

方法 Ｐｏｏｌｅｄ ＥＧＬＳ（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ｉｇｈｔｓ）

解释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Ｕｌｅｖ
　 ２􀆰 ８４∗∗∗

（６􀆰 ４２）
０􀆰 ３７

　 （０􀆰 ２５２０）
　 ３􀆰 １８∗∗∗

（４􀆰 ４９）
３􀆰 ８５∗

（１􀆰 ８５）

Ｕｓｔｒ
－ ０􀆰 ８６　

（ － ０􀆰 １９） 　

Ｕｌｅｖ·Ｕｓｔｒ
－ ０􀆰 ０５　

（ － ０􀆰 ５５） 　

ｌｎＰｇｄｐ
２４􀆰 ９４　
（１􀆰 １７）

Ｉｎｄ
１􀆰 ９６

（１􀆰 ６１）

Ｉｓｔｒ
－ ３􀆰 ８７∗∗∗

（ － ２􀆰 ８２） 　
－ ０􀆰 ９６　

（ － １􀆰 １３） 　

Ｎｍｉｒ
０􀆰 ００

（ － ０􀆰 ５７） 　

Ｔｒａｄ
０􀆰 ５３

（０􀆰 ８７）

Ｆｄｉ
　 ９􀆰 ３０∗∗

（２􀆰 ０５）
７􀆰 ６７∗

（１􀆰 ９４）
８􀆰 １６∗

（１􀆰 ９３）

Ｅｘｅｎｐ
３５􀆰 ６１∗∗∗

（３􀆰 ２９）
２２􀆰 ０４∗∗

（２􀆰 ６６）
２３􀆰 ８１∗∗∗

（３􀆰 ０６）

ｃ
－ ２１６􀆰 ９４∗∗∗　
（ － １３􀆰 ３９） 　 　

５９􀆰 ０５　
（０􀆰 ４２）

－ １９０􀆰 ６０∗∗∗　
（ － ３􀆰 ３５） 　

－ ２３７􀆰 １７∗∗　 　
（ － ２􀆰 ５６） 　

调整的 Ｒ 平方 ０􀆰 ９５ ０􀆰 ９８ ０􀆰 ９６ ０􀆰 ９６

Ｄ􀆰 － Ｗ􀆰 统计量 ０􀆰 ８４ １􀆰 ２６ １􀆰 ０５ １􀆰 ０８

Ｆ 统计量 １８３􀆰 ５８∗∗∗ ２１５􀆰 ９０∗∗∗ １７３􀆰 ９８∗∗∗ １５６􀆰 ７４∗∗∗

观测值 ６６ ６６ ６６ ６６

　 　 注： 括号内是各变量的 ｔ 检验值；∗表示在 １０％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５％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模型 ４ 在保留回归系数显著控制变量的基础上， 引入了城镇化结构指标 （Ｕｓｔｒ） 与

城镇化率指标的交互项 （Ｕｌｅｖ·Ｕｓｔｒ）， 以便考察西北部省级行政区城镇化路径的环境影

响。 模型 ４ 的估计结果显示： （１） 城镇化率指标 （Ｕｌｅｖ） 的系数显著为正； （２） 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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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结构指标 （Ｕｓｔｒ） 与城镇化率指标的交互项 （Ｕｌｅｖ·Ｕｓｔｒ） 的系数均为负， 但在统计

上并不显著。
通过比较西北地区与全国和东南地区的估计结果， 可以发现， 最大的差异在于

西北地区的城镇化率指标 （Ｕｌｅｖ） 的系数显著为正， 城镇化结构指标 （Ｕｓｔｒ） 及其与

城镇化率指标的交互项 （Ｕｌｅｖ·Ｕｓｔｒ） 的系数均为负。 因为西北地区整体城镇化水平

目前低于 ５０％ ， 因此表示城镇化率对城市环境影响的值 （ α^１ ＋ α^３ ·Ｕｌｅｖ ） 大于 ０。
这表明， 在西北地区，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会导致城市环境状况恶化。 另外， 尽管城

镇化结构指标 （Ｕｓｔｒ） 及其与城镇化率指标的交互项 （Ｕｌｅｖ·Ｕｓｔｒ） 的系数在统计上

还不显著， 但由于这两个系数值都小于 ０， 表示城镇化结构对城市环境影响的值

（ α^２ ＋ α^３·Ｕｌｅｖ ） 也小于 ０。 这意味着， 在目前西北地区城市规模整体偏小的情况

下， 以大中城市规模扩张为主导的城镇化路径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镇化过程中的

环境恶化问题。
从地理环境的角度看， 上述实证分析结论具备一定的合理性。 整体而言， “胡焕

庸线” 西北地区的水资源短缺问题极为严重， 生态修复能力很弱， 产业发展水平较

低。 如果在城镇化过程中， 以 “遍地开花” 的方式发展中小城市， 可能会因为产业

集聚水平不高导致污染防治效率较低， 从而使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排放密度上升。
如果以适度扩大西北地区大中型城市规模的方式推进城镇化， 就有可能达到结构效

应与技术效应之和大于规模效应的状态， 从而降低污染物排放密度， 改善城市环境

状况。

五、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参考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提出的城镇规模分级标准， 以中国

地级以上市辖区人口数据为基础， 构建了一个度量城市结构状况的指标， 并结合城镇化

率数据， 分析了中国城镇化路径的地区差异。 为全面刻画中国城市环境污染状况， 本文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五类污染物排放量进行分析， 计算了衡量环境污染地区差异的综合

主成分值， 并结合各省级行政区的城市建成区面积， 分析了中国城市环境污染的地区差

异。 在此基础上， 通过对中国 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 ２０００ 年 ～ ２０１０ 年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
探讨了城镇化路径对城市环境状况的影响。

分析结果显示： （１） 从全国范围来看， 城镇化水平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城市

环境状况， 但以大城市规模扩张为主导的城镇化路径会对城市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２）
在 “胡焕庸线” 东南地区， 城镇化结构对城市环境的影响为正， 即以大城市规模扩张

为主的城镇化路径会对城市环境状况产生负面影响； 同时， 城市环境状况还与经济发展

水平正相关， 意味着在 “胡焕庸线” 东南地区， 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已进

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后半阶段， 即在产业升级等因素的作用下， 其经济发展与环境状

况改善之间表现出良性互动态势。 （３） 在 “胡焕庸线” 西北地区，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会导致城市环境状况恶化， 但以大中城市规模扩张为主导的城镇化路径能在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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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城市环境恶化问题； 外商直接投资也是导致西北地区城市环境污染的因素之一。
上述实证分析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从城镇化的环境效应角度看， 不管是大城

市重点论， 还是小城镇重点论， 对于解决中国各地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都有失偏

颇。 事实上， 若以 “胡焕庸线” 为分界线， 东南地区省级行政区与西北地区省级行政

区在地理环境、 资源条件、 产业结构、 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 不同区域应根

据实际情况， 因地制宜、 综合权衡不同城镇化路径的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 合理选择城

镇化路径。 就本文的分析结论而言， 东南地区需要更加重视中小城镇的发展， 以减轻城

镇化进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当然， 并不是说， 要忽视大都市区的集聚和扩散效应，
“另起炉灶” 发展中小城镇， 而是说， 可以考虑适当放开大都市区郊区 （县）、 周边中

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户籍限制， 鼓励大都市中心区人口和产业向周边扩散， 从而提高大都

市圈和城市群的综合承载能力。 在最大限度发挥中心城市集聚和扩散效应的同时， 尽量

降低城市环境污染物排放密度。
另外， 对于西北地区省级行政区而言， 尽管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会使城市环境污染问

题变得更加严重， 但从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的角度出发， 又不得不进一步推进城镇化，
在此过程中就要适度扩大大中城市规模， 在做大中心城市的过程中使其结构效应和技术

效应之和超过规模效应， 从而降低污染物排放密度， 这也符合中国城镇化新阶段多中

心、 多元化区域竞争格局的发展趋势。 实际上， 在西北地区城镇化水平还不高的情况

下， 如果也效仿东南地区通过发展中小城镇来推进城镇化， 很可能会在降低城市经济效

应的同时恶化城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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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Ｉｍｐｏｒｔ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３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ｅ ａｎａｌｙｓｚｅ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ｃｉｔｙ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１） ａｓ ｔｏ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ｇｏｏｄ ｆｏｒ ｃｉｔｉ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ａｒｇ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ｂｒｉｎｇｓ ｈａｒｍ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３） ｔｈ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ｒｏｓｓ ａｒｅａｓ， ｉｔ􀆳ｓ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ｔｏ “Ｈｕ ｌｉｎｅ” ｗｈｉｌ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ｄ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ｔｏ ｔｈｉｓ ｌｉｎ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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